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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将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与环境纳入同一框架，探究我国280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与环境

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机制，然后，在测度280个城市产业与环境协调程度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实证

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样本期内，交通基础设施发

展水平的提高可显著促进城市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2)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东部

城市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对大规模城市、高集聚区、中西部城市具有显著促进效

应，但对小规模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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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into 
the same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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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in 280 cities of China. Then,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of urban agglomera-
tion in 280 citi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level can promote the cou-
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2)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in eastern cities, 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pro-
moting effect on large-scale cities, 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but the 
impact on small-scale cities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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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促进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

《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02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占全部城市的 59.9%，相比 2019 年上升了 13.3 个百分点，但超标比例依然达到 40.1%；生态质量方面，

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值为 51.7，生态质量一般，与 2019 年相比并无明显变化，且生态质量较

差和差的县域面积占 31.3%。面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党和国家对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给予高度重

视，“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坚持源头防治、综合施策，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

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同时完善包括垃圾、污水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交通、工业等领域的低碳

转型。二十大报告中同样指出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的调整优化，加快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心。 
随着我国经济密度的提升、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以及自由贸易程度的逐渐提高，环境污染问题进一

步凸显，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交通运输系统是要素流动和产品流动的重要载

体，我国城市交通的完善程度将会直接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品和产品贸易的运输成本，从而影响城市产业

发展，产业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环境污染、资源能耗等环境问题。因此，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城

市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对我国城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与环境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产业与环境

间的协调发展程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本文基于我国 280 个城市 2007~2019 年

面板数据，在测度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

程度的影响。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从已有文献看，有关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与环境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与环境以及产业发展与环境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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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有较多文献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可通过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改善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产业发展[1]。刘冲等[2]以上一年县中心到高等级公路的最短距离

测度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发现交通网络的完善会通过增加城市间互联互通，提高市场整合能力，以较低

的运输成本获得生产要素，并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销售产品，扩大市场规模，获得更多的销售利润，进而

促进县域产业发展。一方面，以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为例，借助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本跨区流动效应模型，

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可通过降低异地子母公司间的沟通和信息传递成本，增加企业异地投资和

异地投资数量，而资本跨区流动成本和跨区流动障碍的降低可促进投资由中小城市净流向大城市的虹吸

效应[3]，进而促进资本跨区流动；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由空间距离导致的高昂运输成

本，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以保障企业持续稳定生产，在便利人力资本流动的同时，促进人力资本形

成，提高产业创新的本地效应和跨区溢出效应[4]，进而促进产业发展。有的学者得出与之类似的结论，

即高铁的开通有利于完善交通网络系统，提高劳动力、中间品、空间溢出和最终产品市场的可达性，降

低企业平均成本、优化中间品市场的获得效率等，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5]，进而促进制造

业发展。 
综合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促进产业发展：一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可通过提高区域可通达性，缩短城市间空间距离，增强要素流动性，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减弱区间贸易

产品因运输成本而导致的成本劣势，加强区间贸易往来，降低市场分割带来的要素进出壁垒，提高生产

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可通过加强城市间的空间联系，促进区域产业分

工，在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基础上，提高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提高产业

发展。 
在交通基础设施与环境的研究上。近年来国内学者给予广泛关注，但有关交通基础设施的环境效应

并未达成一致结论。一是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当道路密度指数增加时，可缓解道路

拥堵提高燃油率，降低 PM10 浓度[6]，以我国 14 个城市新开通的 45 条线路为例，轨道交通可显著降低城

市污染物排放[7]。有一部分学者得出与之一致的结论，即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改

善空气质量[8]-[10]。二是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不利于改善环境质量。王晓宁等[11]通过构建分层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张年和张城[12]采用江西省 2005~2014 年的数据

研究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但三者间的协调度发展

水平较低。此外，郑兵云和杨冕[13]采用 2007~2016 年我国 3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

市交通效率并未达到生态交通的标准，大多数城市在减排上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三是交通与环境间并

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以我国 21 个城市 194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日度数据为例，地铁开通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存在城市异质性，当常住人口规模为 400 万~700 万的城市时，交通替代效应大于交通创造效应，地

铁开通可改善空气质量；当为 700 万~900 万的城市时，地铁开通并未明显改善空气质量；当常住人口规

模大于 900 万时，交通替代效应小于交通创造效应，此时地铁开通不利于改善空气质量[14]。 
在产业与环境的研究上。一方面，在产业对环境的影响上，相关文献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是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升级会显著减少污染排放[15]-[17]，改善环境

质量[18]，不同产业类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大小也不同[19]。但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影

响较小，并不会显著提升环境质量[20] [21]。二是产业转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国内部分学者支持“污染

天堂”假说，认为承接产业转移会加剧我国环境污染[22]。苏振东等[23]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

究发现 FDI 流入对我国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并不支持该假说，认为产业转移

既包含污染产业的转移，也包含“干净”产业的转移，因而我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4]。区际间

产业转移方面，豆建民等[25]研究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同时会带来污染的转移；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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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飞等[26]根据投入产出原理结合碳排放系数研究发现，我国西北和东北等地区由于承接东部沿海产业

转移而加剧了环境污染，其研究结论也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在生态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影

响上，诸多学者把关注点集中在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上。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27] 
[28]、迫使企业改变生产过程和工艺[29]，从而降低生产率[30]；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

进行技术创新[31]，导致产业绩效提高[32]。钟茂初等[33]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U”

形关系，只有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才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此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于资源环境约

束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资源环境约束会显著影响现代产业的空间分布[34]，水环境损害对工业集聚有较

强的约束作用[35]。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a：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可显著促进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假说 1b：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综述来看，已有文献虽从多角度、多方法对交通、产业与环境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但普遍集中于

两两之间的单向影响上，直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产业与环境间协调关系的研究还尚不多见，但

考虑到三者之间包括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复杂的动态关联系统，单纯研究之间的因果单

向关系，往往忽略了其内部因素间的综合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1) 将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与环境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在运用耦合模型测度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程

度的基础上，探究三者间的关系，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拓展了研究视角；(2) 在运用传统熵值法测度

产业与环境两系统评价值的同时，采用交叉熵值法进行再测度，使研究结果更为稳健。 

3. 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意味着各城市间互联互通程度的不断加深，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便利企

业向更为广阔要素市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的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以较低的运输成本

进行销售，进而促进产业发展[2]。那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产业–环境的协调发展呢？为检验交

通基础对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1 2 3it it it itD Trans Controlβ β β ε= + + +                            (1) 

其中 itD 为 t 时期 i 城市的产业–环境协调发展水平， itTrans 为 t 时期 i 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itControl
为控制变量合集，主要包括教育水平 itedu ， itedu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外商投资规模 itfdi ， itfdi =当
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宏观税负 ittax ， ittax =财政收入/GDP；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 

(二) 核心变量说明 
1) 产业–环境耦合协调水平 itD 。我国城市产业与环境两系统协调发展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而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需借助耦合模型加以测度。首先，测度我国 280 个城市“产业–环境”的

耦合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 ) ( )
1/222 i e i eC U U U U = ⋅ +  ，式中 C 为耦合度，C 的取值范围为[0, 1]； iU ，

eU 分别为产业与环境的综合评价值，由熵值法计算而来； iU 的产业系统指标包括：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产业高级化、产业合理化； eU 的环境系统包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然后，考虑到“产业–环境”的耦合度虽能

较好的反映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但当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时，也可能出现耦合度很高的情况。为

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本文通过构造“产业–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衡量我国 280 个城市“产业

–环境”的协调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D C T= × ， i eT U Uα β= + ，式中 T 为产业与环境的综合评价

值；D 为耦合协调度；α 和 β 分别代表子系统对综合评价值的贡献度，假定两个子系统同等重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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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α β 。 
另一方面，作为比较，借鉴崔彦哲和赵林丹[36]的方法，采用交叉熵权法对上文产业和环境系统进行 

重新测度，首先，计算每个指标值在整个指标中所占比重
1

m

ij ij ij
i

p x x
=

= ∑ ；其次，计算 j 指标的交叉熵熵

值： ( )
1

ln
m

j ij ij
i

ce p p
=

= − ×∑ ；然后，对交叉熵值进行标准化： ( )( ) ( )_ j jstd ce ce mean ce std ce= − ；最后，

计算指标权重 ( ) ( )
1

1 _ 1 _
n

j j j
j

w w e w e
=

= − −∑ ，其中 _

1_
1 jj std cew ce

e−=
+

。借助交叉熵值法测度的两系统评 

价值重新计算“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 
2)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itTrans 。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测度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1 耦合协调度(熵值法) 0. 3758 0. 0294 0. 2212 0. 6362 
D2 耦合协调度(交叉熵法) 0.5421 0.0394 0.2860 0.70627 

Trans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对数化 2.3050 0. 5839 −1.1712 4.6856 
edu 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对数化 4.5543 1.1578 −0.5520 7.1787 
fdi 外商投资规模 1.8577 1.9150 0.0000 19.7828 
tax 宏观税负 0. 0734 0. 0288 0. 0185 0. 2592 

4.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在进行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前，首先运用 Hausman 检验，确定模型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 chi2 (16) = 39.64，prob > chi2 = 0.0009，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 
列(1) (2)为以熵值法测度的产业–环境耦合协调水平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通基础

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我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的提高能显著促进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验证了假说 1a。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交通基

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可加强我国各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为劳动力、资本、知识溢出等提供比较便捷的

交通运输通道，促使产业向存在比较优势的区域集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而提高各城市产业发展；

二是高铁的开通可在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缓解公路交通压力，促进节能减排，正如范

小敏和徐盈之[37]的观点，高铁开通可通过集聚和收入效应降低工业污染强度。列(3) (4)在以交叉熵权法

重新测算产业–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替换后，其回归结果与(1) (2)的符合和显著性仍然一致，这也说明

了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从列(2) (4)所展示的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对我国城市产业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效果基本符

合预期。教育水平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可显著促进产

业与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这是因为教育水平实际可看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方面，人力资本作为生

产要素投入，有利于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改善劳动生产率，为技术创新注入高素质劳动力，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两系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科技发展，既

能实现同等产出下的能源要素投入节约，也能通过促进绿色发展实现减排[38]。外商投资规模的系数显著

为正，即外商投资规模有利于促进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原因在于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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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方面可通过获得技术外溢，提高环境效率，另一方面在加速技术扩散，扩大清洁技术使用的基础

上，考虑到环境管制背景的存在，形成倒逼机制，提升我国环境效率[39]，进而促进我国城市产业与环境

的协调发展。序列(4)中宏观税负系数为负，且通过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在税

收政策方面的适当倾斜，对国家不鼓励发展的产业部门采用增税政策加以抑制[40]，由于产业生产方式改

变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短期内会降低产业利润，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限制产业发展，进而降低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 
 

Table 2.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表 2.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4) 
Trans 0.0030** 0.0026** 0.0063*** 0.0056*** 

 (2.48) (2.10) (3.72) (3.33) 
edu  0.0018*  0.0025* 

  (1.71)  (1.75) 
fdi  0.0007***  0.0012*** 

  (2.95)  (3.50) 
tax  −0.0277  −0.0588** 

  (−1.27)  (−1.97) 
常数项 0.3404*** 0.3336*** 0.4879*** 0.4791*** 

 (127.70) (65.83) (133.10) (68.80)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640 3640 3640 3640 
R-squared 0.503 0.505 0.503 0.506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为 t 值。 

 
(二)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上文已详细阐释了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间的关系，但考虑

到两者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遗漏变量问题也是影响其内生性的另一重要原因。本文综合利用刘

冲等[41]和吴群锋等[42]的做法，首先选择两个具有历史特征的变量，即 1985 年各省份铁路里程数和铁

路货运量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铁路里程数和铁路货运量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与研究期间内城市产业–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并不直接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假定；同时为了获得

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将铁路里程数和铁路货运量与样本期内固定资产增长率的交叉项作为最终的工

具变量。引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1 2 3 41 2it it it it itD Trans Trans Controlα α α α ε= + + + +                         (2) 

其中 1itTrans 和 2itTrans 分别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其余变量的解释与公式(1)相同。 
本文在利用 2SLS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前，需对工具变量进行相关检验，工具变量的 Wald F 检

验的值大于 10，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2 (1) 0.562χ = ，P 值为 0.4534，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为外

生”的原假设；不可识别检验的 Anderson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0，拒绝原假设，即所选取的工具变

量是有效的。同时本文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还引入了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和广义矩估计法

(GMM)。具体结果如表 3。 
由回归结果可知 2SLS、LIML 和 GMM 估计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水平及其符号并未发生变化，仅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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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的大小略有变化，这也意味着即使样本个体存在异方差，其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无论采用何种工

具变量法，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均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考虑内生性问

题后，其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 
 

Table 3.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st 
表 3.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2SLS LIML GMM 

D D1 D D1 D D1 
Trans 0.1289*** 0.1718*** 0.1291*** 0.1723*** 0.1293*** 0.1726*** 

 (12.78) (12.90) (12.77) (12.88) (12.31) (12.3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1559*** 0.2555*** 0.1556*** 0.2548*** 0.1549*** 0.2537*** 

 (11.01) (13.68) (10.97) (13.57) (10.02) (12.35)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640 3640 3640 3640 3640 3640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为 z 值。 

 
2) 删除直辖市样本。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借鉴钱海章等[43]的做法，删

除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具体结果如表 4 的第(1) (2)列，由回归结果可知，无

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仅回归系数略有变动，这意味着前文的结论是

稳健的。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表 4 序列(3) (4)为将城市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变量替换成以交叉熵法核

算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为正，且均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前文回归结果

一致，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Table 4.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for deleted samples from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表 4. 删除直辖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D D D1 D1 

Trans 0.0030** 0.0026** 0.0061*** 0.0055*** 
 (2.55) (2.17) (3.64) (3.25) 

edu  0.0017*  0.0024* 
  (1.74)  (1.70) 

fdi  0.0007***  0.0012*** 
  (2.84)  (3.51) 

tax  −0.0195  −0.0506* 
  (−0.92)  (−1.68) 

常数项 0.3400*** 0.3330*** 0.4877*** 0.4788*** 
 (132.16) (68.40) (133.23) (69.17)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588 3588 3588 3588 
R-squared 0.527 0.529 0.510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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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拓展分析 
1) 城市异质性。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在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为探究地区

异质性的存在，将 280 个城市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同时借鉴聂长飞等[44]的做法，

以 300 万人口规模为界，将城市划分为大规模城市和小规模城市，具体结果如表 5。 
由表 5 可知，序列(1)~(2)是以东、中西部为样本的回归结果，对东部城市而言，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68，且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利于东部城市产

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对周边城市

的人力、资本等形成较大的吸引力，但东部城市要素集聚程度超过一定程度后，会产生一定的拥挤效应，

制约东部城市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序列(2)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交

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可显著促进中西部城市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水平的提高缩短了中西部城市与东部发达城市间的可通达性，促进了区间要素流动，为中西部城市产业

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序列(3)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1%水平下的

显著性检验，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可显著促进大规模城市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原因

在于：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规模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另一方面，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改善，扩大了劳动力供给范围，压缩劳动力进行跨区域转移的时间，改善劳动

力要素的流通效率，提高劳动力供给的时效性，为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进而有

利于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大规模城市促进效应。对小规模城市而言，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

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小规模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

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为要素流动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但小规模城市劳动力资源相较于

大规模城市匮乏，使其对小规模城市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urban heterogeneity 
表 5. 城市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地区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 

(1) 
东部 

(2) 
中西部 

(3) 
大规模城市 

(4) 
小规模城市 

Trans −0.0068*** 0.0032** 0.0055*** −0.0016 
 (−3.19) (2.11) (3.25) (−0.95) 

edu 0.0065*** −0.0006 0.0004 0.0029** 
 (2.62) (−0.50) (0.22) (2.20) 

fdi 0.0008** −0.0007* 0.0010*** 0.0004 
 (2.44) (−1.69) (3.09) (1.10) 

tax −0.1366*** 0.0207 −0.0636** 0.0258 
 (−3.51) (0.79) (−2.20) (0.79) 

常数项 0.3548*** 0.3334*** 0.3343*** 0.3367*** 
 (27.77) (59.64) (44.34) (50.34)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313 2327 2334 1306 
R-squared 0.443 0.551 0.508 0.504 

 
2) 集聚异质性。考虑到我国 280 个城市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集聚效应的存在会使交

通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的发挥产生差异性。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测度不同城市的集聚程度：一是，借鉴周 

国富等[45]等的做法，具体公式为：
1

n

it ijt ijt
j

agg p p
=

= −∑ ，其中 itagg 为 t 时期 i 城市的集聚水平， ijtp 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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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i 城市 j 产业的就业比重， ijtp 为除本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的 j 产业的就业比重的均值，此时以 itagg
的均值为界，将城市划分为高集聚区( itMagg  = 1)和低集聚区( itMagg  = 0)。二是，采用张雯熹等[46] 

的做法，具体计算公式为 ' '

1
it jt

n

ijt
j

agg p p
=

= −∑ ，其中 ijtp 为 t 时期 i 城市 j 产业的就业比重， '
ijt

p 为我国 280 

个城市 t 时期 j 产业的总就业比重，此时以 '
it

agg 的均值为界，将城市划分为高集聚区( '
it

Magg  = 1)和低集

聚区( '
it

Magg  = 0)。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 
由列(1)和(2)回归结果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高集聚区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 1%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对低集聚区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高集聚区的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发

展水平的提高可改善高集聚区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为产业转移提供交通便利，有利于形成不同地区的合

理分工，发挥中心城市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缓解拥挤效应，进而实现高集聚区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但对低集聚区而言，资源禀赋、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与高集聚区均存在一定的差距，集聚经济优

势并不明显，使其对低集聚区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更换集聚测度方法的情况下，

列(3)和(4)中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高集聚区和低集聚区影响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仅系

数略有变化，这也进一步揭示了考虑集聚异质性的情况下，上述结果是稳健的。 
 

Table 6.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under agglomeration heterogeneity 
表 6. 集聚异质性下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高集聚区 低集聚区 高集聚区 低集聚区 
Trans 0.0091*** −0.0008 0.0071*** −0.0019 

 (4.73) (−0.51) (3.73) (−1.12) 
edu 0.0043*** 0.0007 0.0035** 0.0009 

 (2.77) (0.53) (2.14) (0.68) 
fdi 0.0008** 0.0004 0.0007** 0.0004 

 (2.25) (1.32) (1.97) (1.29) 
tax −0.0709** 0.0240 −0.0953*** 0.0163 

 (−2.35) (0.78) (−3.12) (0.53) 
常数 0.3142*** 0.3432*** 0.3201*** 0.3473*** 

 (41.86) (50.52) (41.89) (51.86)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546 2094 1578 2062 
R-squared 0.492 0.486 0.496 0.474 

5. 结论与建议 

为系统分析我国 280 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环境协调发展间的关系，首先，本文将三者纳入

统一分析框架，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产业–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然后，在利用 2007~2019 年

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借助计量模型实证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

的影响，最后，在考虑城市和集聚异质性的基础上，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产业–环境耦合协调

发展程度影响的差异性。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可显著促进城

市产业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东部城市产业与环境的

协调发展，但对中西部城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三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大规模城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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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规模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对高集聚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四是，通过

替换变量法、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其实证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的基本结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比较完善的区间合作机制。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处于轻度

失调阶段，为提高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各城市可通过加强区间空间联系、改善政绩考核机制、统一

市场标准和竞争约束底线等方式，建立区间合作机制，鼓励各级地方政府进行区域合作，进而最大化各

城市的整体利益，实现我国 280 个城市产业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二是进一步优化交通布局，充分发挥高速铁路的溢出效应。考虑到我国 280 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

展水平对产业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较大，且公路碳排放远高于铁路的情况下，可根据地区发展需

要改善交通运输结构，同时借助高铁网络建设，以“轨道人才”形成人才“蜂聚效应”，提高地区人力资

本水平，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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